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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ＳＴＳ参与进路指ＳＴＳ研究者的角色从外在于“科学技术”的观察

者到内在于“科学知识生产”的参与者的转变。本文通过对英国基因组学网

络案例的分析，来讨论ＳＴＳ研究者是如何突破人类基因组计划遗留的ＥＬ－

ＳＩ研究框架，建立起ＳＴＳ参与进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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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这一差别也被福勒（Ｓｔｅｖｅ　Ｆｕｌｌ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ｏｄｇｅ：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ｏ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３）称作是ＳＴＳ“高教会派”（Ｈｉｇｈ　Ｃｈｕｒｃｈ）和“低教会

派”（Ｌｏｗ　Ｃｈｕｒｃｈ）。高教会派指的是汉斯那些将工作定位于对传统的科技哲学、科技社会学和科

技史形成挑战的研究；它逐渐的发展出对于科学和技术知识，以及对形成这些知识产生贡献的过程

和资源的精深理解。低教会派指的是一部分ＳＴＳ的工作集中于改革和行动主义（ａｃｔｉｖｉｓｍ）问题上，

他们将批判定位于政策、治理和科研资助方面的问题，以及以公众的名义（ｐｕｂｌｉｃｌｙ）相关的科学与

技术事件。

ＳＴ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视科学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一个以

建构主义为核心理念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与传统学科相比较，ＳＴＳ多元化的

知识源泉不仅源自于多学科的知识积累和理论储备，而且源自于当时发生的

社会运动对科学与社会问题的广泛讨论和激烈争论 ［１］。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发展至今，ＳＴＳ一直存在着行动主义（ａｃｔｉｖｉｓｍ）和学术主义两股亚文化①（ｓｕｂ－

５６



ｃｕｌｔｕｒｅ）。行动主义起源于反战与激进科学运动（ｒａ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科学知识社会学（ＳＳＫ）的出现则标志着ＳＴＳ的“学术转向”（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　ｔｕｒｎ），这一转向也引发了关于ＳＴＳ目标与使命的讨论，并导致ＳＴＳ

群体中行动主义与学术主义的分道扬镳 ［２］。伴随着生物、纳米等新兴技术

领域的发展，ＳＴＳ研究者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既然已经承认了建构主义视

域中科技与社会的互构场景，面对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技术，与其坐而论

道，为何不参与其中呢？于是，这两股亚文化在近年来不断地融合，ＳＴＳ的

参与进路［３－４］形成了。

ＳＴＳ的参与进路指的是ＳＴＳ研究者的角色从外在于“科学技术”的观

察者到内在于“科学知识生产”的参与者的转变，强调ＳＴＳ研究作为行动者

主动地参与“社会中的科学”的生产和塑造过程 ［５］。这一转变不仅与ＳＴＳ

理论的发展阶段有关，更重要的是，当代技术治理的困境需要新型的社会科

学。面对科林里奇困境①描述的两难境地，ＳＴＳ研究者认为参与或影响形

成中的科学［６］，或许能够在技术的黑箱关闭前将社会信息写入其中。然而，

面对科学的坚硬外壳，“参与”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障。

本文要讨论的是在英国生物技术治理框架中，ＳＴＳ研究者是怎样突破

原有的人类基因组项目遗留下来的伦理、法律与社会问题 （Ｅｔｈｉｃａｌ，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ＬＳＩ研究框架，通过与政府、科研资助机构的磋

商，建立起以参与式ＳＴＳ研究为特征的英国基因组学网络（ＥＳＲＣ　Ｇｅｎｏｍ－

ｉｃ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的过程。英国的基因组学网络是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ＥＳ－

ＲＣ）②从２００２年开始，投入１２５０万英镑建立的一个社会科学研究网络，这

里汇聚了英国顶尖的ＳＴＳ研究者③。英国政府与ＥＳＲＣ希望这一网络能够

满足英国生物技术治理中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更重要的是通过新型的

参与式研究影响科学界、政府以及公众。该网络筹建的初衷与人类基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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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里奇困境（Ｃｏｌｌｉｎｇｒｉｄｇ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指在评估技术发展中面临的双盲的方法论上的困
境：１．由于技术的影响不会在还未形成并广泛应用之前便能准确预测，这指的是信息问题；２．而当
技术已经确定时，想要控制或改变它却非常困难，这是权力问题。这一说法是Ｄａｖｉｄ　Ｃｏｌｌｉｎｇｒｉｄｇｅ在

１９８０年出版的“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一书中提出的。

成立于１９６５年的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简称ＥＳＲＣ）是英国最大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研究
资助机构，属于英国研究理事会（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　ＵＫ）。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ＥＳＲＣ的科研经费为

２．１亿英镑，共资助了２５００个世界水平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以及３０００名研究生。

比如我们熟悉的大卫·布鲁尔，巴里·巴恩斯，布莱恩·温（Ｂｒｉａｎ　Ｗｙｎｎｅ），史蒂夫·耶里
（Ｓｔｅｖｅ　Ｙｅａｒｌｙ）等。



项目（Ｈｕｍａｎ　Ｇｅｎｏｍ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的ＥＬＳＩ项目相似，都是在一大笔生命科学

研究经费中划割出小部分经费（３—５％）用于相关的伦理与社会问题的研

究，但是，英国的ＳＴＳ研究者在研究设计阶段明确提出了“要超越人类基因

组的ＥＬＳＩ框架”，构建新型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那么，人类基因组项目

中的ＥＬＳＩ研究是怎样的？这些研究又存在着怎样的弊端呢？英国基因组

学网络又是如何克服这些弊端的？

一、人类基因组计划与ＥＬＳＩ研究

人类基因组计划（Ｈｕｍａｎ　Ｇｅｎｏｍ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ＧＰ）于１９９０年启动，其

目标是通过测序与分析绘制人体４万个基因的３０亿个碱基对的遗传、物

理、序列以及基因图谱。２０００年６月，各国科学家在历经１０年的研究后宣

布人类基因组草图的绘制工作已经初步完成，这标志着人类生命科学一个

新时代的来临。人类基因组计划涉及美国、英国等８个国家的２０多个研究

机构，引起了媒体与公众的空前关注。其实，项目伊始很多科学家对人类基

因组计划并不认同，他们认为用庞大的经费来做一件“不断重复”的工作，并

且要毫无重点的破解一个难于理解的“字典”，也许并不能带来所谓的变革
［７］。更多的质疑来自于人类基因组可能产生的伦理、法律以及其他的社会

问题，媒体和大众的关注使得政府与科学家不得不对此采取措施。时任人

类基因组计划主任的沃森①认为“在当代生物研究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下，科学与社会间的‘契约’关系需要被重新思考”，他向国会提出建议将人

类基因组计划的３％（很快即上调至５％）的经费用于与ＥＬＳＩ相关的研究

与教育计划，以帮助公众认识人类基因组计划，并且相信“在问题产生前进

行预测能够发展出相应的政策，先发制人地消除负面影响”［８］。

ＥＬＳＩ研究可以追述到１９６８年，一位美国议员向国会提议建立委员会

进行生物医药的伦理、法律、社会以及政治应用方面的研究［９］，此后美国的

医学伦理学迅速发展起来。因此，当人类基因组计划中ＥＬＳＩ项目启动时，

美国的医学伦理学家、法律学家都已经积累了深厚的研究基础，这些研究基

础也使得人类基因组计划中ＥＬＳＩ研究产生了“路径依赖”。人类基因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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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沃森与克里克于１９５３年发现了ＤＮＡ双螺旋模型，开启了分子生物学的大门，



划的ＥＬＳＩ研究将以下几个主题作为其要探讨的主要内容：“少数民族，种

族与遗传；专利问题；行为遗传学；法医学；基因测试与基因疗法；法律中的

遗传学；转基因食品，作物与转基因生物；克隆。”①

自１９９０年开始，美国能源部和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了大批的ＥＬＳＩ研

究项目，这些项目的功能与目标为：预测对人类基因组测序对个人与社会产

生的影响；考察人类基因组研究成果的伦理、法律与可能的社会结果；促进

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发展出对于基因信息的使用有益的政策。② 在人

类基因组计划结束后，ＥＬＳＩ框架被借鉴到如纳米技术的社会研究中，成为

纳米、生物学等学科的大型科技项目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１０－１１］。

对于ＥＬＳＩ的反思与批判也随之而来，而且这些批判大多来自于欧

洲———将这一研究纲领作为舶来品的群体中。耶斯李（Ｙｅｓｌｅｙ）认为ＥＬＳＩ

研究的对象是“向内”的，其话题多为研究提供便利，而不是对生物技术的进

步及其问题提出挑战［１２］。的确，ＥＬＳＩ研究隶属于人类基因组计划，这使

得其研究视野相对狭窄，难以保持独立。一位评论员甚至说道：“很难想象

人类基因组计划会划出５％的经费来支持一个哪怕有一丝可能会制造麻烦

的研究。而事实上，ＥＬＳＩ研究也确实并未造成任何麻烦”［１３］。威廉姆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也认为ＥＬＳＩ研究是对创新过程的简单化解释，假定了基因组学

的任何进步都能够被社会和产业接受，直接对用户产生影响［１４］。这样的判

断也有着很多支持者，如麦克纳顿（Ｍａｃｎａｇｈｔｅｎ）等人认为围绕着人类基因

组的ＥＬＳＩ研究被锁定在了既定的框架中，使得人们认为技术是既定的、难

以改变的，只有接受技术然后再去设想技术可能产生的伦理与社会反应，因

此ＥＬＳＩ研究框架缺少真正触动创新过程的机制［１５］。人们认为ＥＬＳＩ的投

入最开始的目标就是为了“避免”来自公众和社会群体的惊雷———作为“避

雷针”［１６］使得科学家在研究中可以坦然地认为———我们已经对这些问题进

行了思考，我们可以无忧无虑的做研究了。用里普（Ｒｉｐ）的解释就是，ＥＬＳＩ

研究开始于科学计划，只是在在其外圈添加一层一层的解释与考量而已，这

是一种同心轴的结构［１７］。

尽管如此，对于生命科学与新型技术的相关伦理、法律与社会问题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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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因组学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ｎｏｍｅ．ｇｏｖ／１０００１７５４（检索日期：２０１３－９－２７）

人类基因组学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ｎｏｍｅ．ｇｏｖ／１０００１７５４（检索日期：２０１３－９－２７）



究繁荣了起来（Ｒｉｐ，２００９）。ＥＬＳＩ研究考虑到了新兴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

系，它打破了单向的、线性的、一元的知识观，并期望用一种更加系统的态度

去面对科学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而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大型科技项目

中的ＥＬＳＩ研究为他们创造了走近科学家的机会。［１０］［１７］并且ＥＬＳＩ研究本

身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在近年来一些文章中 ［１８－２０］，学者们已经开始探讨这

一研究框架未来的发展。

缘起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ＥＬＳＩ研究打通了社会科学家“获得经费和

机会”的通道，然而这种由有科学家领导的、自说自话的“辩护性”研究并没

能很好地完成其预期的目标。在研究过程中，各个共同体之间的开放很难

达成，并且由于强烈的伦理学研究方法的影响，研究者把“价值”附着于显然

具有自主性和不受控制的知识生产过程之上［２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于

ＥＬＳＩ框架本身的批判同时带来了重塑这一框架的动力。在英国，这样的一

种重建工作开始了。

二、基因组学网络的建立：磋商中的共识

作为人类基因组计划最重要的参与者，英国在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完后

便紧锣密鼓地奔向“后基因组”时代①。在２０００年政府的《综合开支审查》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中，基因组学被认定为科学预算的首要

开支领域。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政府将在基因组学领域额外投入２．４６亿英镑的

研究经费，作为英国研究理事会（ＲＣＵＫ）②的新增经费以资助英国在基因

组学方面的多学科研究。为此，英国研究理事会成立了“基因组学协调委员

会”（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以协调投入与战略目标，七个理

事会都分别申报了与基因组学相关的研究方案与申请书［２２］。

基因组学协调委员会充分认识到社会、伦理与创新问题在后基因组时

代中的重要角色，并将这一重任放在了ＥＳＲＣ身上。在经历了疯牛病、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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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基因组时代通常以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为起点，强调对测序数据的应用，强调对决定
基因结构与功能的因素的分析与解释。

英国研究理事会（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　ＵＫ）是英国的科研体系资助的两个重要公共财政来
源之一，下属七个理事会分别是艺术及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ＡＨＲＣ），生物技术及生命科学研究理
事会（ＢＢＳＲＣ），工程及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ＥＰＳＲＣ），经济及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ＥＳＲＣ），医学
研究理事会（ＭＲＣ），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ＮＥＲＣ），科学及技术设施理事会（ＳＴＦＣ）。



基因争论等一系列社会危机后，政府越来越希望社会科学家能够为科学政

策提供依据，更重要的是充当“非党派的协调者”（ｎｏｎ－ｐａｒｔｉｓａ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ｏｒｓ）

对技术与社会问题给出负责任的建议，对公众与科学家的行为产生影响。

因此，相较于人类基因组计划中的ＥＬＳＩ研究，英国基因组学协调委员会更

希望对于社会科学的投入能够对科学研究、社会及产业发展产生多重的影

响。一位参与基因组学网络前期设计工作的学者谈到：“他们（政府）希望

研究机构将资金用于政府感兴趣的方向，而不是把钱用于购买社会学报刊。

所以ＥＳＲＣ在和政府合作的时候，必须需要明确政府的意图所在，然后制

定相关的研究计划……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研究，还是一项交易、一项事

业，政府和科学家需要听到大众的声音。”①

在ＥＳＲＣ的经费申请书试图包装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新遗传学与基

因组学（ｎｅｗ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ｏｍｉｃｓ）概念，ＥＳＲＣ强调“遗传学在知识创造、

知识转移与知识的应用中，无不与人类社会相关，而这使得对于遗传或基因

组学的社会分析成为一种必然。”［２３］最终，ＥＳＲＣ获得了很小份额（１２５０万

英镑，约占５％）但却十分重要的一笔费，这也成为了后来ＥＳＲＣ组建基因

组学社会研究网络的重要资金来源。

项目伊始，ＥＳＲＣ的投入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ＥＳＲＣ并不知道哪些

领域社会科学家能够完成对基因组学的研究；二是这种研究的组织、学科应

该如何设置。英国研究理事会一直信奉“霍尔丹原则”，即关于研究经费应

该花落谁家是研究者说了算的，而不是政客。②ＥＳＲＣ理事会开始不断地与

社会科学家进行讨论，希望这种讨论能够帮助他们确定研究的组织形式与

方案。一位ＥＳＲＣ的官员在访谈中谈到：“我们刚拿到钱的时候有的只是欣

喜，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把这笔钱花出去。按照经费的额度来看，最好是建

立一个研究中心。”③然而，到底应该建一个还是多个中心，怎样才能使这笔

经费的效益最大化呢？虽然“政府想要一站式购物（ｏｎｅ－ｓｔｏｐ－ｓｈｏｐ），政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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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２００９－９－３。



想从社会科学家口中得到不同的声音，他们只想要一种政策建议。”①但是，

很快就有专家警告说，这种一站式购物的想法并不现实：

“ＥＳＲＣ期待资助一个研究机构能够做出其所期待的一切东西，但我觉

得在英国我们没有这样的机构能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基因组学和生物技

术引发的问题太多了，这个框架太宏大了。而且正是由于基因组学的社会

问题具有地方性，因此应该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不同的地域进行投资才能达

到最好的效果。”②

对于研究范式的变革的讨论更加激烈。在经历了转基因争论后，社会

科学家们对于已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与参与方式表示怀疑与不满。比如在转

基因问题上，社会科学家“迟到的参与”导致公众得到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公

众对转基因作物的认识完全建立在连绿党（Ｇｒｅｅｎ　Ｐｅａｃｅ）都承认“片面”的

科学事实的基础之上。对于这些“问题”技术，简单地诉诸于伦理或者宽泛

的道德教条是不够的，社会科学家更应该清醒地揭露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价

值和利益取向。ＳＴＳ专家们认为延续ＥＬＳＩ的研究框架并不能真的解决可

能的技术社会危机。因此，社会科学家在申请书、在研讨会中一次又一次地

告诉ＥＳＲＣ“我们应该超越ＥＩＳＩ框架，去构建新型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以

引导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并促进技术进步。”

“我们必须超越ＥＬＳＩ框架，我们应该开始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方案。社

会科学家必须与产业界和政策制定者们在一起工作，就像他们与公众的互

动一样。我们必须用我们的社会科学知识来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才能解

决我们面临的困难。我们不能只是指出这有问题，那有问题。你必须要谈

谈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能够贡献于基因组学知识生产的方面有哪些。”③

在与政府的磋商中，ＥＳＲＣ认识到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并不是政

府和公众所期待的，政府需要具有服务意识的知识集散者，同时又能以中立

的协调者的身份参与基因组学相关的讨论中；在与社会科学家的磋商中，

ＥＳＲＣ一直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听取了专家对“超越ＥＬＳＩ框架”的建议，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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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三个研究中心构成的新型研究网络”的资助方案。

２００２年，ＥＳＲＣ向全英的大学与研究机构招标，目标是成立以“交叉学

科为背景的参与式研究机构，其研究目标不仅要做出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

更要对不同的知识用户产生影响”①。依据这一目标，ＥＳＲＣ从１１个申请书

中遴选出３个最具竞争力的方案，于２００２年成立了３个基因组学研究中

心，并在２００５年建立了基因组学论坛，最终组成了英国基因组学网络（ＥＳ－

ＲＣ　Ｇｅｎｏｍ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ＳＲＣ的官员回顾这段项目筹备过程时说：“社会

科学不能一直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我们应该主动制定一个研究框架来进

行交叉领域的研究……社会科学参与到政策制定活动的同时也要参与科学

家的活动，这也正是ＥＳＲＣ努力的方向”。② 基因组学网络在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的总经费接近２０００万英镑———这是英国在社会科学投资领域迄今为止

最大的一笔投资。经过ＳＴＳ学者、科研管理部门与政府的磋商，基因组学

网络确立了一条不同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ＥＬＳＩ框架的研究进路，这一以

参与式研究为特征的进路是对ＥＬＳＩ研究的沿承与超越。那么，在基因组

学网络中这一进路是如何完成构建，并在具体的研究中得到实践的呢？

三、基因组学网络与ＳＴＳ参与进路的构建

英国ＥＳＲＣ基因组学网络由３个研究中心以及１个研究论坛组成，分

别为基因组学的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ｅ－

ｎｏｍｉｃｓ，简称Ｃｅｓａｇｅｎ）、社会中的基因组学研究中心（Ｔｈｅ　ＥＳＲＣ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简称Ｅｇｅｎｉｓ）、基因组学创新的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

（ＥＳＲＣ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ｅｎｏｍ－

ｉｃｓ，简称Ｉｎｎｏｇｎ）以及基因组学论坛（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Ｆｏｒｕｍ）。这３个研究中心

挂靠在英国５个顶尖的大学中ＳＴＳ专业或科技哲学专业中，其研究方向及

机构信息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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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研究中心及研究论坛的基本情况

基因组学网络 规模 研究的特征

Ｃｅｓａｇｅｎ
卡迪夫大学

兰卡斯特大学

研究人员３４人
经费５７０万英镑

研究方法：ＳＴＳ与实践伦理学、社会学与技术
政策的交叉学科视角。

研究问题：考察参与基因组学与生命学科知
识塑造的各种社会因素

Ｅｅｎｉｓ
埃克塞特

（Ｅｘｅｔｅｒ）大学

研究人员１２人
经费２５８万英镑

研究方法：生物哲学与ＳＴＳ
研究问题：探索当代基因组学中的意义与社
会影响，该中心着重讨论生命科学与生物技
术的哲学及概念层面的问题。

Ｉｎｎｏｇｅｎ
爱丁堡大学

开放大学

研究人员３１人
经费５５４万英镑

研究方法：创新研究，ＳＴＳ，经济学，科学技术
社会学等

研究问题：讨论基因组学与其潜在的社会与
经济应用，创新视角是其在三个中心中独有
的。

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Ｆｏｒｕｍ
爱丁堡大学

研究人员７人
经费５３０万英镑

增进三个中心的交流与合作；负责整合研究
中心的成果，“推送”给不同的知识用户；增强
基因组学网与外部的互动。

　　资料来源：基因组学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ｎｏｍｉｃ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ｃ．ｕｋ／（检索日期：２０１０－
１０－１９）

　　３个中心在研究方向上各有侧重，其共性便是他们都拥有具有强大的

ＳＴＳ背景。在项目申请书中，３个中心都强调了ＳＴＳ视角与新型研究方式

的关系，如在Ｃｅｓａｇｅｎ的申请书中谈到 “ＳＴＳ的跨学科视角以及先进的科

学观是Ｃｅｓａｇｅｎ的研究者们共享的理念，新型的社会科学与伦理学研究应

该通过积极的行动为技术治理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①。基因组学网络在

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与趋同并不是一种“设计”的结果，ＥＳＲＣ的负责人称，

“我们本着优胜劣汰的原则选择了这３个中心，他们是在国际上具有领先地

位的高素质团队。关于为什么是ＳＴＳ胜出了，我想原因就是他们讲的故事

更动听吧！”②基因组学论坛的负责人史蒂夫·耶里（Ｓｔｅｖｅｎ　Ｙｅａｒｌｙ）③曾经

在一次会议中说道，“这（基因组学网络）是ＳＴＳ的伟大胜利”。他认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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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类似的生命科学的社会研究投入发生在其他国家，也许ＳＴＳ不会如此重

要。在英国ＳＴＳ已经非常强大，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向基因组学进军，不仅

拥有理论工具，还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形成了其独特的解释技术社会问

题的视角。”ＳＴＳ的实践与英国社会对新型社会科学的需求结合在一起，推

动着基因组学网络参与式研究的发展。

“重建”社会科学在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框架，从基因组学网络的评价

与管理办法开始。除了发表文章、学术报告以及会议等传统的学术评价指

标外，外部联系（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也成为了考察研究机构另一个重要的

指标。基因学网络的项目认定书中认为：“创新是由一个存在于研究和知识

体系中的复杂网络完成，在这一复杂的网络中，想象力、技术、组织的各种因

素和更宽广的道德社会政治活动的影响都变得显著。新技术选择通过投资

商、生产商、用户和不同利益相关者构成的社会网络进行有选择的塑造。因

此，我们的研究强调的不仅仅应该是社会科学本身的学术影响，更应该强调

其研究的扩散和辐射作用对于以上的行动者的影响。也许，这些才是真正

能够塑造我们未来的技术的关键因素。”①ＳＴＳ对于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理解

不由自主地将社会因素编织到科学知识与社会的“无缝之网”中，ＳＴＳ研究

者能够用更广泛的参与影响未来技术与社会的进步。

２００５年成立的基因组学论坛是ＳＴＳ参与式研究的试验场。论坛将自

己定义为知识的路由器（Ｈｕｂ），通过路由器让不同类型的知识在群体中汇

聚和流转。基因组学论坛的工作包括为基因组学网络中的研究者提供与政

策制定者、资助机构、产业以及大众衔接的能力与机会；为自然科学家、医学

专家以及社会科学家提供交互知识的场所；为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创造

在论坛中交流的机会等。其中，“转译”是基因组论坛的一项重要工作，交流

与信息专员（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ｒ）将读者分为６类：媒

体，公众，政策制定者，企业与产业界，科学家与医学家以及学生，基因组学

网络的研究成果被重新“编写”，发布到不同的媒体与渠道中。比如他们将

合成生物学（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Ｂｉｏｌｏｇｙ）研究的进展与ＳＴＳ研究相结合，将严肃的

研究论文变成“标题党”的报纸文章②。基因组学论坛还组织了一系列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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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ｗｏｒｋｓｔｒｅａｍ），他们邀请科学家、政策制定者与社会学家就某一专

题进行多次讨论，经过激烈的争论形成共识，最终将其呈现给感兴趣的听

众。研讨会的组织者们认为，“将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如基因学家与政策科

学家会在一起讨论问题，是一种新型的知识生产过程。参与讨论的人被置

放到了一个更大的图景中，他们被暴露于很多持不同想法的人之中。而这

十分有利于他们形成更全面的思维和新知识。”①通过跨界研讨会，基因组

学论坛的研究人员们已经完成了多篇颇具影响的政策报告与学术文章②，

研究人员将这一过程称作是对“社会与基因组学”的共研究［２４］———科学与

社会的问题被共同考量，而不是科技问题优先于社会问题，研究者的身份也

由观察者变成了调解人（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ｏｒ）或是参与者［１８］。

ＳＴＳ研究者在合成生物学③领域的参与更加激动人心！与基因工程把

一个物种的基因延续、改变并转移至另一物种的作法不同，合成生物学的目

的在于建立人工生物体系，让它们像电路一样运行。这一新兴生物技术领

域引起了来自科学界、公众以及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它既有可能引发巨大的

技术变革，也有能力再一次引发社会和伦理恐慌。英国政府面对合成生物

学的态度是明确的，那就是“我们不能重蹈转基因的覆辙”。英国研究理事

会要求合成生物学研究必须有社会科学家的参与，在科研资助体制的压力

下，科学家向基因组学网络的ＳＴＳ研究者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们成为学

术共同体的一员。ＳＴＳ学者在社会与合成生物学家之间构建了信息反馈

的通道，他们向科学家们讲述ＳＴＳ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同时他们还

请大家一起讨论技术造成的危机事件，他们要求年轻的科学家走出实验室，

了解公众对于合成生物学科研成果的看法。ＳＴＳ研究者通过一系列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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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来自对基因组学论坛负责人的匿名访谈。爱丁堡大学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Ｆｏｒｕｍ办公室，２００９－７－４。

２００８年的３月－６月间，基因组学论坛组织了囊括多位著名的植物学家参与的跨界会
议———植物政治学（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会议。“植物政治学”会议认为“植物”已经成为解决食品与能
源安全、气候变化以及全球化环境问题的重要资源，与之相对应，跟植物相联系的有限耕地以及生
物多样性的资源已经成为新时期国际政治的重要资本。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跨界会议认为通
过对于植物问题的考察，能够串联起相干的许多政策问题，比如农业、能源、环境、健康、产业等等。

最终，会议得出的报告成为《英国生物能源白皮书》的主要内容，同时其研究也受到了ＯＥＣＤ的关
注。

合成生物学真正的发端源于２１世纪初，２００３年科学家便已经人工合成了青蒿素用于非洲
疟疾的治疗。如果说合成生物学之前的生物学体现的是一种解剖的、分析的进路，那么合成生物学
就恰恰相反，是一种系统的、综合的进路。合成生物学的哲学是通过“基因”代码的编写来完成目标
性状的表达，并改造或制造具有期待功能的生物器。



力使得科学家变得更具自反性（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在与社会科学家的互动过后，科

学家会对其研究方案与框架做出修正，以求降低研发的风险，并期望其研究

能够让大多数人受益，“因为这就是合成生物学发展的宗旨所在”。［１０］

区别于ＥＬＳＩ研究，ＳＴＳ参与进路的实践突破了科学与社会二分的局

面。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家关注的并不仅是技术下游的应用问题，或者

是简单的代表、表达公众的观点，而是通过参与知识的生产塑造着生物学未

来发展的方向与目标。ＥＬＳＩ研究所关注的伦理学意义上的“好的科学”和

“坏的科学”不再是伦理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强加给人的价值判断；在参与进

路中，对于“好与坏”的判断是在研究过程中由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与公众共

同完成的。

四、小 结

在英国基因组学网络中，ＳＴＳ研究者作为一支独特的力量参与了社会

科学新纲领的构建、科技政策的制定以及科学知识的生产，其研究方法受到

了来自政府、科学家与媒体的关注。英国《自然》杂志（Ｎａｔｕｒｅ）在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７日以专栏形式报道了基因组学网络的工作，作者发现自然科学与社

会科学之间的硬墙已经有了些许裂缝，社会科学家不仅仅是科学活动的观

察者，ＳＴＳ研究者的介入和参与使得科学家、政策制定者与公众联系在一

起。［２５］然而，正如诺沃特尼等人在《反思科学》中所说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

经历对知识生产模式认识上的突破，社会科学家、公众、科学家、政策制定者

也许永远不会彼此相遇 ［２６］，因此ＳＴＳ参与进路的形成及其成功是根植在

英国的社会与科技制度语境之中的。

首先，英国政府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上发生了变革与跃迁，

这是ＳＴＳ参与进路得以实现的前提。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始于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初，由“政府－专家”组成的决策共同体还未经历严重的信任危机。英

国在经历疯牛病危机之前，科技政策维持一种自上而下的统治模式，直到转

基因等社会危机事件的发生才推动了英国科技政策范式完成从统治到治理

的变革［２７］。政府对于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认识由一种单向的、权威的、线性

的模式变为一种合作的、互动的、非线性的模式，这些变化为ＳＴＳ研究者打

开了通往政策共同体以及科学共同体的大门。其次，英国“自治”的科研传

６７ 《科学与社会》（Ｓ＆Ｓ）　



统为社会科学家塑造参与进路提供了环境。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相比，英国

基因组学网络从成立之初便很好地吸收并采纳了ＳＴＳ专家的建议，而人类

基因组计划以科学为中心的管理模式限制了社会科学家的作用。第三，参

与进路的形成与英国强大的ＳＴＳ基础密不可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社

会科学研究传统都会对其未来的研究模式产生影响，正如美国的ＥＬＳＩ研

究受到了医学伦理学的影响一样，英国的ＳＴＳ已经准备好了在理论与实践

上参与形成中的科学。

ＳＴＳ参与进路在英国的实践体现出一种崭新的科学知识生产的理念，

一种更加积极、更具实践价值的科学观。拉图尔［２８］曾指出，我们也许已经

走出了传统科学的框架，走向了“研究”①，诺沃特尼等人在书中［１６］［２６］也谈

到“模式２”的科学与“模式２”的社会，他们都抓住了当代科学的典型特征，

即科学与社会之间边界的模糊。ＳＴＳ参与进路要强调的是，模糊的边界意

味着塑造科学的机会，社会应该对科学做出积极的回应。与ＳＳＫ的建构主

义观点不同的是参与进路追求一种主动的、负责任的知识建构过程。在这

样的科学观中，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彻底被颠覆，变成了一种新合作方式，

在公共空间中，科学只有与公众及利益相关方的代表在场时，才能完成这种

不确定性知识的生产。参与进路使ＳＴＳ不再是一项内省的、自我关照的研

究，而成为一种协调的、跨越边界的实践。或许正如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小

组的创始人艾杰曾经说的，“ＳＴＳ发展的下一阶段必定会更加迫切地关注

交往和转译：从而把自身真正的潜力‘变成现实’”［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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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是热烈的、复杂的、充满冒险的。科学意欲终结人们反复无常的争论，研究则只能为争论平添
更多的争论。科学总是尽可能的试图摆脱意识形态，研究则以此为平台，以便使得其观察对象通行
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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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黄小茹．ＥＬＳＩ研究的进展与趋势．科学与社会，２０１２，２（１）：５６－６８．

［２１］大卫·艾奇．ＳＴＳ：回顾与展望．载：希拉．贾撒诺夫等编，盛晓明等译．科学技术论

手册．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３－２２．

［２２］Ｄｉａｍｏｎｄ　Ｉ．ａｎｄ　Ｄ．Ｗｏｏｄｇａｔｅ．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ＵＫ－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

ｇｅｎｄａ．Ｎｅｗ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５，２４（２）：２３９－２５２．

［２３］ＥＳＲＣ．Ｔｈｅ　ＥＳＲＣ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Ｓｗｉｎｄ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２００８．

［２４］Ｆｒｏｗ　Ｅ．，Ｄ．Ｉｎｇｒａｍ，Ｗ．Ｐｏｗｅｌｌ　ｅｔ　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２００９，１

（１）：１７－２３．

［２５］Ｍａｃｉｌｗａｉｎ　Ｃ．Ｗａｔｃｈ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ｔ　ｗｏｒｋ．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９，４６２：８４０－８４２．

［２６］Ｎｏｗｏｔｎｙ　Ｈ．Ｐ．Ｓｃｏｔｔ　ａｎｄ　Ｍ．Ｇｉｂｂｏｎｓ．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　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５６．

［２７］高璐，李正风．从“统治”到“治理”———疯牛病危机与英国生物技术政策范式的演

变．科学学研究．２０１０．２８（５）：６５５－６６１．

［２８］Ｌａｔｏｕｒ　Ｂ．Ｗｅ　ｈａｖｅ　ｎｅｖｅｒ　ｂｅｅｎ　ｍｏｄｅｒ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ｒｏｍ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ｎｏｍ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ｏ　ＥＳＲＣ　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ＵＫ

ＧＡＯ　Ｌｕ１，ＬＩ　Ｚｈｅｎｇ－ｆｅｎｇ２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ＴＳｅｒ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ｏｕｔｓｉｄ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ｐｒｅｓｕｍ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ＳＴ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ＥＳＲＣ　Ｇｅ－

ｎｏｍｉｃ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ｏ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ｈｏｗ　ＳＴＳｅｒｓ　ｏｖｅｒ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ＥＬＳＩ　ａｇｅｎｄａ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ｎｏｍ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ｎｄ　ｂｕｉｌｔ　ｕｐ　ｔｈｅ　Ｓ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ＲＣ　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Ｈｕｍａｎ　Ｇｅｎｏｍ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Ｌ－

Ｓ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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